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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評〈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

黃庭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的終極關懷是社會秩序如何建立的課題；然而也許因為社

會學者都是文人，他們不太意識到戰爭—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不斷發

生、而且對社會秩序帶來重大衝擊的事情—的存在。儘管韋伯 (Max

Weber)、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及阿爾道塞 (Louis Althusser)等社會

學大師一再強調暴力是社會權力的基礎、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後防線，

然而社會學者都只願意投入心力研究意識型態、社會分工、利益交

換、以及人們的常識假設等因素如何協助延續既有的權力關係，但卻

極少探討軍事力量對社會秩序的影響。作為分支的教育社會學比母體

的社會學患有更嚴重的「去軍事化」及「去戰爭化」弊病。也許因為

學科發展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承平年代的美國、英國及法國等西方社

會，教育社會學者對戰爭及軍事因素視而不見，他們完全忽略戰爭對

學校教育的衝擊、學校體制如何影響「文人」及「武人」的權力分

配、及軍事衝突如何左右不同階層及族群的社會流動機會等等重要的

課題。1

因為社會學及教育社會學「重文輕武」的偏差，黃金麟教授〈戰

爭與台灣高等教育，1945-1990〉一文的重要性便顯得異常突出。黃教

授試圖把戰爭從新引導回社會學的討論，他以台灣戰後高等教育為案

例，指出過往的學者都只以「政權生存」及「經濟發展」解釋戰後台

灣大學教育的演變，完全無視戰爭的作用—或者只是把戰爭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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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然，二次大戰後美、英、法等西方國家並非沒有發動或介入軍事衝突，然而它們參

與的戰爭都是在海外開打，學者們不容易感覺到戰爭對他們身處的社會的影響。也許
因為這個原因，伯恩斯坦 (Basil Bernstein)、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及阿普爾 (Michael
W. Apple)等西方教育社會學大師的經典作品都完全無視戰爭的因素（黃庭康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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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筆帶過的背景因素。因為戰爭具有生產性、方向性、目的性和

限制性，它會影響大學系統的建立與發展，戰後台灣高等教育發展

「必須放在 1945 年後國民黨政權與共產黨的軍事緊張與冷戰來觀看

才不會漏失」。黃教授以詳細的歷史論述闡釋他的論點：以戰後第一

波高教擴張為例，台灣在 1950年只有國立台灣大學一所大學及師院、

工學院、農學院等數所學院；但隨後掌權者以新設或復校方式在短短

十多年間陸續成立了六所公立大學及學院以及十二所私立院校，加上

原有三所改名與改制大學，總校數快速增加為二十一所大學及獨立學

院。除了數量激增外，這時期還出現軍警官學校大學化及數所教會大

學的創立。黃教授認為這些趨勢都與戰爭有關：因為與對岸處軍事緊

張狀態，加上要準備「反攻大陸」，統治者需提高軍警人員的素質，

因此推行軍警校大學化；因為「共匪」取得政權後打壓基督教及天主

教，西方教會被迫把學校遷出中國大陸，急於爭取西方國家支持的國

民黨掌權者順理成章的讓教會在「自由中國」繼續未竟的教育事業。

另外，因為與共產黨隔岸繼續「還未有完結的內戰」，國民黨為了防

止「共匪」滲透以及確保高教為反攻大業服務而牢牢的掌控大學。國

共軍事緊張的限制性導致戒嚴時期台灣高等教育幾乎全無自主性可

言。

黃教授又指出冷戰的格局對戰後台灣高教發展也帶來深遠影響。

韓戰爆發後美國派出第七艦隊游戈於台灣海峽，台灣偏安之局面於焉

形成，之後島上多所高教院校在美援支持下蓬勃發展。到了 1960 年

代，受美國主導的台灣高等教育更緊密的配合經濟發展策略。美國政

府及亞洲基金會及福特基金會等民間組織又積極投入資源促進與台灣

的學術聯繫。西方陣營與共產集團的對立間接推動了台灣高教的發

展，但同時亦導致台灣在學術上依賴美國。黃教授精簡扼要的歷史論

述有助讀者掌握戰後數十年戰爭因素對台灣高等教育的影響。

〈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對戰後台灣高教發

展提出了有意義的觀察，幫助我們更平衡的看待歷史以及挖掘進一步

研究的重要課題。比方說，筆者研究戰後台灣教育，發現 19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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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通過美援投入大量資源支持台大、成大及師大的發展。美國支

持的項目大部分是自然科學及具實用性的學科—當時美援主要以

「科學教育計畫」、「醫學教育計畫」、「工程科學計畫」及「農業

科學計畫」項目資助台大；支持師大的最主要項目是「工業教育計

畫」（目的是培養技職院校的師資），相對之下政治大學拿到的金額

甚少。2 歷史資料導致筆者深信美國的策略是要藉把台灣發展成一個

經濟發達、人民無虞溫飽、由技術官僚主導—而不是一個政治掛

帥，被一天到晚喊著反共口號、搞意識型態工作的政治力量主導—

的社會而達到圍堵共產主義的目的。從這個觀點出發，筆者一直認定

不以自然科學及科技見長的政治大學在美國眼中毫不重要、華盛頓並

沒有試圖利用政大達到戰略的目的。然而，黃教授在文章註三指出，

政治大學是「政府高級官員的培養場所，美國很清楚它的利益必須透

過台灣的精英來落實」，因此華盛頓曾透過不同管道對該校的外交、

大眾傳播及 MBA 計畫給予合作支持。黃教授明確指出政大亦是美國

反共策略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華盛頓在扶植有助經濟發展的技術官

僚的同時其實並沒有忽視關於政治、管理、及影響人們意識型態的人

文學科的重要性。他的講法提醒筆者不能夠單從經費投入金額多寡判

斷美國的策略、所需金額較少的援助項目不代表戰略價值不重要。

另外，〈戰爭與台灣高等教育〉一文亦對 1945 年後台灣教育的

發展趨勢提出了很多極有意思、可以發展成研究課題的觀察。比方

說，文中第一個部分「連鎖之變」指出基督教及天主教教會背景的大

學是戒嚴時期唯一以宗教名義設立的大學；一直到 1990 年才開始有

佛教及道教團體創辦大學。相較於東吳、東海及輔仁等大學的創辦及

在台復校，佛教及道教團體晚了數十年才開始參與營辦大學。誠如黃

教授所言，不同背景宗教團體進入高教場域的這時間落差是一個非常

值得評估及考察的課題。另外，文中「冷戰的出路」末段部分指出經

2 美國資助台灣院校的另一個重要項目是「僑生計畫」，目的是幫助中華民國政府爭取
港澳及東南亞華僑青年學生，避免他們跑到「赤色中國」升學（黃庭康 2016；Wo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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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 1950、60 年代的第一波高教擴張後，台灣高等教育的增長開始

放緩—從 1965年到 1986年解嚴前夕大專院校只從 21所增到 28所。

這是黃教授對台灣教育發展的另一個重要且有趣的觀察。為什麼台灣

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進入了高等教育的「低度成長期」？是因為台

灣經濟起飛，加上對岸的中國大陸經歷文革等政治災難後處於千瘡百

孔的狀態，根本對台灣不再構成軍事及其他方面的威脅，因此國民黨

掌權者可以放慢大學教育發展的步伐？另外，1970年代開始台北在外

交上節節敗退，之後華盛頓與北京建交，台灣在國際上面臨一波又一

波的危機。為什麼在外交上越來越孤立，必須更「莊敬自強」的中華

民國政府可以在高教政策上做到「處變不驚」，沒有以另一波的高教

改革鞏固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以及強化台灣在更嚴峻的國際政治

環境的生存能力？這也許是另一個可以以黃教授的觀察為立足點發展

的研究課題。

如果要對〈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提出批評意見，我大概可以

從概念、歷史論述、及資料三方面提出一點看法。首先，筆者認為該

文「戰爭」一詞必須進一步概念化及精緻化。因為「戰爭」只是一個

日常用語，而並非嚴謹的社會科學概念。它涵蓋著多種發生在不同歷

史社會情境、激烈程度差別甚大的軍事緊張及衝突。如果我們沒有藉

比較研究把它概念化及建立「類型學」 (typologies)，「戰爭」的概念

將不具太高的分析價值，也無助於解釋二次大戰後台灣所處的特殊戰

爭狀態如何具體地形塑高等教育的面貌。舉例說，戰後台灣儘管與對

岸處軍事緊張的狀態，但因為美國的保護，台灣不太可能與中共發生

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另外，在華盛頓的制約下，台灣只能發展防衛性

的軍事力量。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台灣戰爭的生產性、方向性、目的性

及限制性，也間接左右了高教的科研、軍事研發、及軍事學校的規模

等。因為台灣「戰爭」的特殊性，它所處的軍事緊張關係對高等教育

的影響一定跟美國、蘇聯、中國大陸等軍事衝突的「龍頭」國家非常

不一樣。

此外，也許為了突顯「戰爭」的影響力，〈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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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一文的歷史論述只注意到國共及美、蘇兩大集團之間的軍事衝

突，忽略了其他的矛盾關係，彷彿華盛頓、國民黨掌權者及各高教院

校等在反共的大前提下形成高度協調的統一戰線。然而，因為冷戰發

展出來的聯盟其實內部充滿了矛盾。比方說，1950年代初期美國認為

中華民國軍隊的最大問題是軍人文化水平低、缺乏軍事專業性，加上

軍人只知效忠個別將領，形成軍隊內部派系林立。韓戰爆發後，美國

軍事援助台灣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目的是要把軍隊現代化、提高軍人的

知識水平及專業性、打造服從類似韋伯所講的「理性科層權威」 (legal

rational authority)—而不是效忠個別將領—的軍事力量。3 然而，

蔣介石—中華民國最有權力的軍事領袖—的想法卻不一樣。他一

直認為軍人最重要的是對領袖的忠誠，並堅信軍事教育的核心就是精

神教育，軍隊專業化及現代化對他而言都是次要的。即使到了 1950年

代後期、甚至 1960 年代他這想法仍沒有太大改變。因為把政治的忠

誠放在首位，蔣介石多次公開呼籲國防部投入更多資源向軍校學生進

行政治及思想教育，同時又積極發展政工幹部學校，並在軍中安插大

量政工人員監控軍人的思想及行為。蔣介石的做法招惹美國軍事顧問

團的不滿（石永貴 2013）。4

另外，我們研究冷戰對台灣高教的影響時也必須注意西方背景的

院校及人員與國民黨當局的衝突，不可低估反共陣營的內部矛盾。筆

者茲舉二例說明這一點。首先，誠如黃教授所言，1949年後基督教及

天主教教會把部分教育事業從中國大陸遷移到台灣。然而國民黨掌權

者絕對並非如文中所言般毫無保留的歡迎西方宗教背景的院校。因為

從 1920 年代北伐成功後開始，國民黨一直認為西方教會在中國辦學

是侵犯了中國政府的教育主權，他們又抱怨教會學校沒有配合政府向

3 1950年代初期中華民國國防部在軍中舉辦文化測驗淘汰低知識水平的軍人，1954年該
部成功爭取到把軍事學校的軍官養成教育改為四年制大學學位課程，1956年及 1957年
軍事學校以落實「文武合一」為理由而與大專院校合辦聯合招生。筆者估計這一系列
政策都跟美國試圖把中華民國軍隊現代化有關。

4 蔣介石把軍人的忠誠放在首位，有部分原因是大批國民黨軍人在國共內戰後期叛變投
共，導致他非常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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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灌輸對黨國的認同。國民政府一直試圖以行政力量掌控教會學

校。然而因為內憂外患的緣故，大陸時期國民黨「收回教權」的計畫

始終成效有限（Bays andWidmer 2009;楊思信、郭淑蘭 2010；楊翠華

1978）。因為這些背景因素，播遷來台後國民黨掌權者很小心要避免

學校被外來勢力掌控，以免重蹈在大陸的覆轍。筆者從歷史資料發現

1950年代初期當美國的基督教會提出要在台灣開辦大學時，台北當局

反應非常有保留、非常審慎，中華民國政府絕非如文中所言般把它看

成是「天上賜予的禮物」。最後，經過了冗長的談判，「中國基督教

大學聯合董事會」同意台北當局開出的條件—包括不得以外國人擔

任校長，教學課程必須經中華民國教育部同意，學校必須跟其他學校

一樣設立教官、開設教育部規定的必修課（包括「三民主義」、「國

父思想」等）及軍訓課等—東海大學才得以創辦。

黃教授在文中註三又提到美國在政大復校後支持發展該校的新聞

傳播系。其實美國在二次大戰時就曾經通過援華計畫幫助中華民國強

化新聞專業。然而，根據歷史記載，當時被派到中國協助培訓新聞工

作者的美國新聞專業人士都驚覺中國政府只把媒體當成是黨的喉舌，

國民黨一直踐踏新聞自由，完全不尊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許

多美國派來的人員都在派駐期滿前離開，與國民黨不歡而散 (Fairbank

2007: 67-72)。在 1950 年代台灣政治大學的「黨校」色彩甚濃，很難

想像來自美國的新聞專業人員可以與該校新聞傳播系合作愉快。

最後，筆者認為〈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應該更多運用第一手

的歷史材料作為立論的根據。因為該文要探討的不單是一個社會學的

課題，它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問題；歷史課題自然需要運用歷史學的方

法及材料作處理。筆者最近研究 1950、60 年代台灣軍事教育，發現

國防部的「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國史館、教育部等有極多

關於戰後台灣軍事發展的珍貴檔案資料可供參考。此外，學者們也可

以從網上的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資料庫找到甚多美國外交

部及國防部等的檔案資料，藉以了解華盛頓就台灣軍事形勢的戰略思

維及部署。善用一手歷史材料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的在黃教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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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繼續探索軍事衝突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把戰爭因素納入成為我們社

會學想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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